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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外籍看護工的治理政策比較－
以日本、芬蘭及我國為例

本文希望藉由臺灣、日本、芬蘭不同外籍看護工的管理制度，探討

外籍看護工治理典範的差異，並討論「國家」(state)在現代國家中扮演的

角色。臺灣政府在政策上一直將外籍看護工視為「客工」(guest worker)，

未付出任何將這些外籍移工融入主流社會的成本，但也開啟長期照顧市場

化；日本藉由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貿易協定引進外藉看護工，並由政府投

入訓練成本，並接受通過專業考試者成為公民的機會；芬蘭創造以政府雇

主的家庭照顧者制度，有系統地培育本土的長期看護工，而不需外藉看護

工的引進，但近年來也委託私人單位派遣家庭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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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引發許多新的需求與問題，已成為社會大眾及政

府共同關心的議題。臺灣人口老化是人口轉型的趨勢，也反映出近代社會

急速變遷的樣貌。自西元1993年起，臺灣老年人口比例已超過聯合國所

定之高齡化社會水準，正式跨入高齡社會，且此後臺灣人口老化的速度相

較於西方國家，是以將近十倍的速度在成長，也因此國內近年來越來越重

視長期照顧的發展。許多經濟發展快速的東亞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常面臨人

力短缺的問題；相較之下，部分東南亞國家由於國內就業機會較有限，因

而積極推動勞力外移政策，促使亞洲地區展開一波外籍勞工移動的風潮，

如：香港、新加坡、臺灣、日本、韓國等均採用外籍看護工策略，以解決

國內的老人照護需求。

不過，各國對外籍看護工採取的治理(government)方式各有不同，如

何有效管理、由誰負責管理、國家與民間組織在管理上應扮演何種角色，

都是外籍勞工政策長久以來的核心問題，也是較容易被疏忽的議題。因

此，本文希望藉由臺灣、日本、芬蘭不同外籍看護工的管理制度，探討外

籍看護工治理典範的差異，並討論「國家」(state)在現代國家中扮演的角

色，及全球化現象對傳統福利國家角色的衝擊。

截至2015年為止，臺灣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有280萬人，占總人口

13%；外籍看護工則有24萬人，其中77%的外籍看護工來自印尼，12%來

自菲律賓，9.7%來自越南，且95%外籍看護工為女性（勞動部，2016）。

日本以其高比例的高齡人口著稱，1970年6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已占總

人口的7%，2005年已達20%，2016年則已占總人口的25.7%（經建會，

2012）。芬蘭65歲以上人口早在1950年代末期即已突破7%，目前的比例

超過19.4%，預計2030年將達到26%。臺灣及日本的人口高齡化議題上，

相似程度在於同時具備快速的老化倍化年數，臺灣高齡人口的比例從10%

至20%預計花十九年的時間，日本則預計花二十一年的時間，而北歐國家

在老化倍化年數上相對時間較長，約花六十年左右。老化的倍化年數較短

會讓一個國家在高齡化社會準備上相對因應不及。此外，臺灣及日本同屬

於東亞福利國家模式，傳統上在福利的提供方式會以家庭自己負責為主，

政府保持著殘補式的功能；而北歐國家在1980年代之後走向福利公共化，

提供普及式福利為主，政府大幅地提高在照顧責任上的角色。在照顧模式

上，三個國家在長期照護政策有不同的走向及典範，值得我們注意其中所

呈現的差異性，以討論在照顧模式上不同典範間的優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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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外籍看護工的治理政策

1980年代，臺灣由於許多政府公共工程缺乏勞動力，故開放外籍勞工

進入，並隨之開放外籍看護工及外傭移入；但外傭制度隨後關閉，僅留有

外籍勞工移入的名額。初期開放的國家僅限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

賓，之後又開放越南和蒙古的勞動力。當時國內對於外勞的管理制度相當

嚴格，外籍看護工來臺之前不需受過專業訓練或完整的語言訓練，但不能

隨意轉換雇主或工作內容；入境申請只能透過特定仲介，所以外勞必須支

付很高的仲介費用，以致於在工作的前半年只能領到少數薪水。在臺灣開

放外勞初期為了避免他們成為長期移民，女性外勞一旦在臺懷孕就必須立

刻遣返；政府在女性外勞入境前，除了要求需提出未懷孕體檢證明外，入

境後每半年還要驗一次孕，一旦被驗出懷孕，就立刻解僱遣返。在「雇主

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在健康檢查項目中有一項為妊

娠檢查，若其中有任何一項不合規定時，將不得辦理來臺簽證。這項不符

合人道的管理規定，後來於2002年修訂為來臺工作後每滿六個月之健康檢

查得以免驗，並訂有一年的緩衝期，2003年起女性外勞始享有懷孕不需被

遣返的待遇，2007年起入國健檢免驗，2015年全面刪除妊娠檢查（張育菁

等人，2017）。

在居留期限方面，早期政府因應「國籍法」中對移民條件的限制，

限定外籍勞工僅能在臺停留兩年，期滿後必須返國，無法申請國內長期居

留。後來，由於雇主抱怨訓練成本太高，往往才訓練外勞具備基本技能後

便要返國，因此外籍勞工（含看護工）在臺停留期間從兩年逐步延長到三

年、六年、九年，目前每位外籍勞工至多可在臺工作十二年，表現優良者

還可延至十四年。在勞動權益保障方面，外籍勞工的權益皆符合臺灣相關

法規所規範，包括受「勞動基準法」保護，可以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

保險，但家事服務業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也未受最低基本工資的保

障。

外籍看護工在臺灣的主要工作地點為一般安養中心或是個別家戶中，

其中以個別家戶為多數。一旦外籍勞工來到臺灣，管理責任即落在雇主身

上註1；倘若外勞非法逃跑，雇主便要付出監督不周的代價。早期看護工逃

跑但尚未被逮捕之前，雇主不得再聘任外籍看護工，且須負擔逃跑外勞被

捕後遣送回國的費用。2005至2006年期間，許多立法委員提案修改外籍

勞工治理辦法，主要原因在於一般家戶的雇主正因為平時無法在家照顧老

人才需聘請看護工，著實無法負責每日監督外勞之實際監督責任（立法

院公報，2005/4/8、2005/10/07、2006/3/17、2006/3/31）。之後政府修改

「就業服務法」第60條，使逃跑外勞遣送回國的費用依下列順序負擔：

一、非法容留、聘僱或媒介外國人從事工作者。二、遣送事由可歸責之雇

主。三、被遣送之外國人。雖有部分立委建議逃跑外勞之遣送費用應由雇

主所繳付之「就業安定基金」支付，但政府仍不負責實際治理之責，堅持

外勞的監督責任由雇主負擔。2013年，許多新任立委為社會福利背景，認

為外籍看護工逃跑後遞補新看護的六個月空窗期過長，恐對需照護之家庭

帶來不利影響，因而要求縮減空窗期，故政府再次修改「就業服務法」，

將空窗期減為三個月（立法院公報，2012/12/28、2013/2/26、2013/4/19、

2013/5/17）。

根據Peter和Pierre(1998)所提出的新治理(Governance)概念，認為國際

環境的變化，改變了公部門及私部門的關係。新政府相較於舊政府而言，

在概念上多了控制及規範政策的角色，並且提到新政府治理觀點中增加了

一些新的樣貌，包括：一、公私二分法的模糊化。二、對於政府競爭力的

註釋：

1. 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9條規定，雇主與外籍勞工應擬定「外國人生活照顧服

務計畫書」，簽定工資切結書及勞動契約，而其中便規定雇主應負生活照顧之責，及保護外國人人

身安全之責。



6

外
籍
看
護
工
的
治
理
政
策
比
較

－

以
日
本
、
芬
蘭
及
我
國
為
例

遠東白皮書系列

跨
國
長
照
政
策
比
較

134 135

開創新猷 長照需求下的外籍看護勞動權益

重視。三、重視成效控制(outcome)，而非只有輸入控制(input)。在政府新

治理角色的分析上，更強調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參與政策的影響。

在長期照護模式中，其中一項重要的利益關係人便是非營利組織。

非營利組織通常做為維護本國勞工權益的代表，也是維護外籍勞工人權的

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臺灣有許多非營利組織關心外籍勞工及外籍看

護工的勞動權益，如：One-Forty、臺灣移工聯盟及天主教的關懷組織、

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等，這些非營利組織長期著力於促進國內移工的基本人

權。

此外，也有部分非營利組織及安養業者要求政府開放其統籌與管理外

籍看護工，2013年3月政府推動「外籍看護工外展看護服務試辦計畫」，

由審查通過之居家服務單位聘僱外籍看護工，搭配本國照顧服務員，接受

指派至被看護者家庭提供照顧，相關費用由使用者負擔，該計畫試辦期三

年；2016年修改為「外籍看護工外展看護服務試辦要點」。目前弔詭的是

外籍看護工的治理，由個別家庭或是單一安養機構之固定雇主制，變成可

以是在不同家庭流動的派遣工；而非營利組織也變成是外籍看護工的實質

監督者之一，換言之，部分非營利組織也變成了外籍看護工的雇主，使其

在為外籍看護工爭取權利的角色上變得模糊。

在外籍看護工專業訓練方面，他們在來臺之前，仲介業者須先讓看

護工接受九十個小時的訓練課程，包括照顧技能及基本語言，但訓練的

重點往往放在如何教他們「服從」(Lan, 2016)；外籍看護工來臺後則只需

接受二十四至七十個小時的語言訓練及一個簡單測試，而不需再接受其他

照顧技能的相關訓練，也不需如同本國看護工領有相關證照才能從事看護

工作。根據2016年調查，74%雇主不滿外籍看護工語言能力不佳，40%不

滿其長時間使用手機通話，18%不滿其照顧技能不佳，14%不滿其衛生習

慣不佳。根據調查，住在家戶中的外籍看護工勞動條件並不理想，僅10%

可在假日休假，55%可偶爾休假；不含休息時間，外籍看護工平均每天實

際工作的時數為9.8小時。且外籍看護工於例假休假的替代照顧方案，有

89.4%的家庭是由被照顧者家人做替代照顧（勞動部，2016），也由於過

去政府所提供居家服務皆把僱用外勞的家庭排除在外，加深了外籍看護工

無法休假的情況。

外籍看護工的勞動問題一直是國際人權組織所關心的焦點。2010年勞

委會曾提出「家事服務業勞工勞動權益保障法」，保障從事家事服務業者

的本國及外籍勞工之工資、休假等辦法，但至今仍未通過；殘障福利聯盟

及家庭照顧者協會對於該項法規的通過均表示反對，認為該法只加深本來

弱勢家庭照顧者的困境，政府在該法中仍然完全不負任何責任。

綜上所述，臺灣政府在管理外籍勞工方面傾向扮演規範者和控制者的

角色，擁有就業安定基金管理及使用之權利，但不負實際管理及訓練之責

任。雖然臺灣自2007年開始實施長照十年的政策，對於有需要的家庭會

提供居家照護的喘息服務，但一直將聘用外勞的家庭排除在外，使得市場

化及非市場化兩個模式在臺灣的照顧模式中完全區隔開來。在外籍看護工

的政策上，臺灣所呈現的照護典範(care regime)是純自由主義的模式，一

個純市場化的模式。所有照顧責任皆由有照顧需求的家庭在市場中尋求協

助，而政府只介入家庭失功能或未進入市場機制之家庭的部分照顧責任。

臺灣政府仍然遵循著傳統東亞福利模式中政府的角色，所有照顧的責任以

家庭為主，政府並不涉入家庭傳統功能的範圍，唯有在家庭照顧失功能的

狀態下，政府才會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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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日本外籍看護工的治理政策

日本照顧高齡者的照顧人力需求在2000年達55萬位；2013年上升

至171萬位，預期在2025年將上升至253萬位。縱然對於照顧者的需求增

加，但日本人口老化後，年輕勞動人口數下降，無法提供足夠的照顧工作

者，因此日本政府開始思考是否開放由外籍看護工從事照顧工作(Tsukada, 

2016)。2006年，日本與菲律賓政府簽訂經濟貿易協定，在此項經濟貿易

協定中，菲律賓接受更多日本汽車等商品，而日本則接受菲律賓所派遣的

有證照護士及受過訓練的看護工至日本工作(Onuki, 2009)。日本政府分別

於2008年及2014年與印尼政府及越南政府簽訂類似的經濟貿易協定。傳

統日本社會的移民政策相當嚴格，接受外國人居民的比率非常低，在全球

195個國家中，外國人居民比率占135名(Ogawa, 2010)。如今開放低技術的

勞工成為正式國民，被視為是日本移民及勞動政策上重要的里程碑。在該

協定中，每個國家每兩年可以派四百名護士及六百位看護工到日本。

至2015年已有2,069位具有證照的外籍看護工進入日本工作(Tsukada, 

2016)，其中外籍護士的主要工作場域在醫院，而外籍看護工的主要工作

場域則在安養機構，不能在家戶中；所有外籍看護工的招募、媒合、機

票及日本語訓練均由日本政府、雇主機構共同分擔，且整個招募程序是

由半官方的日本機構進行，而非委由私人民間的機構。外籍看護工進入日

本後，須先接受官方長達六個月的日本語訓練及四十小時的照護訓練，之

後才會分派至所屬的機構中工作，而其雇主每日均須提供其上課時間，

2009年第一批外籍看護工完成訓練，並被分派到五十三個老人安養機構

(Ogawa, 2010)。外籍看護工和本國籍看護工享有同等的薪資及福利，並

且受「勞動基準法」的保護。此外，在日本護士協會的要求下，外籍護士

須在三年內通過日本國內的正式考試，外籍看護工則須在四年內通過日本

國內的正式看護工證照；倘若順利通過證照考試，將能申請成為日本正

式公民，但若未通過考試則須返回母國；如此嚴格的規定是為了要符合

日本「移民法」中對於只接受「高技術(high skilled)移民者」的法令要求

(Ogawa, 2014)。日本的勞動力市場向來不開放外國人，且日本高齡者生

活習慣特殊，許多人懷疑日本老人是否能接受外國看護工，但根據陳貞

如(2009)的調查，由於難以找到願意在家戶中工作的本國籍看護工，因此

57%老人可接受外籍看護工；Tsukada(2016)的調查也發現59%的日本老人

願意接受外籍看護工。

日本自2000年開始實施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其財源一半來自稅收，

另一半則來自社會保險保費；日本長照制度並不提供現金給付，但老人住

在安養機構可由長照保險給付部分費用，因此家庭看護工在日本相當少

見（Tamiya等人，2011）。日本與其他國家簽署交換外籍看護工的經濟協

定是一項以政府為主的政策，具有相當濃厚的政治經濟意味，透過外銷日

本商品到東南亞國家，藉以接受東南亞國家輸出人力(Ogawa, 2012)。在

此項政策中，日本政府在訓練及完成聘僱的過程中須投入許多資本，且須

嚴格控管外籍勞工的照顧品質與水準，以避免遭受國民批評；雖然一般國

民相信這些外籍看護工的工作水準，不過此項政策仍招來許多國內的負面

聲浪，尤其是健康工作者專業組織對外籍看護工及外籍護士專業程度的質

疑(Onuki, 2011)。在日本政策中，外籍看護工的主要治理機構為政府及僱

用組織，僱用機構做為重要的管理單位，其內部督導須監督外籍看護工的

工作品質；且這些機構須有足夠的國內合格看護工，提供外籍看護工現場

的教育訓練，以協助其通過證照考試；因此，通常較有組織和能力的安養

機構，才能接收及申請教育訓練這些外籍看護工，日本初期亦僅開放三十

床以上的中大型安養中心可以申請外籍看護工。在日本外籍看護工的政策

中，工作場域須提供外籍看護工每日的上課時間及現場的教育訓練，以協

助其在四年內通過證照考試。

日本雖有許多民間團體，但在外籍看護工的議題上並未成立互助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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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組織，也未有任何組織為其權益發言；多數為外籍勞工發聲的組織僅針

對菲律賓表演工作者。因為日本政府目前為止僅發給兩個群體特殊的長期

居留證，其一是在國外出生的日本後裔，其二則是到日本國內進行表演的

菲律賓人，部分的菲律賓人後來也成為非正式的看護者(Onuki, 2009)。

相對而言，日本外籍看護工政策採取社會融合的政策模式(inclusive 

policy)，他們並未將外籍看護工視為用完即丟的「客工」，而是給予專

業技術訓練、語言訓練及成為公民的機會，將其等同正式國人看待(Lan, 

2016)。許多研究者發現這群外籍看護工的照顧品質很高，他們對老人相

當溫暖而親切；且外籍看護工較為活潑，不同於傳統日本的護士或看護工

過於呆板、嚴謹，外籍看護工的到來使得機構更有生氣；許多老人也表示

外籍看護工對日本老人是非常尊敬且有禮貌，這種敬老尊賢的社會價值

似乎已被日本社會遺忘許久，如今則被外籍看護工所重現(Lopez, 2012；

Ogawa, 2012)。

儘管日本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訓練外籍看護工，使之具備溝通能力及

專業知識，並瞭解日本老人的特殊文化及生活習慣，但日本的專業考試卻

難以通過。在日本看護工考試中，2012年所有測試者的通過率是63.9%，

其中外籍看護工的通過率僅37.9%；至2016年所有測試者的通過率是

57.9%，外籍看護工的通過率上升到50.9%。而在護士考試中，日本國人

的通過率在2012年為91.8%，2016年為90%；但外籍護士的通過率在2012

年只有4%，至2016年也僅提高到7.3%(Tsukada, 2016)。換言之，日本政府

花費甚多經費與資源訓練外籍看護工，然而僅有半數的受訓看護工可以留

在日本長期擔任看護工工作。外籍看護工引進的高成本也反映在雇主機構

的調查中：薪水(26%)及教育訓練成本(22%)是抱怨最高的財務成本，非財

務方面則以支持考照訓練(39%)及日本語言訓練(37%)對機構的負擔最高

(Ogawa, 2014)。因此有人提議政府既然已投入這麼多經費在訓練看護工，

是否可能提供另一種居留證的方式，讓這批沒有通過考試的看護工可以留

在日本工作，但這項提議還停留在討論階段，尚未在政策上形成進一步的

改變(Tsukad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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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芬蘭外籍看護工的治理政策

芬蘭在所有國家中是相對較早發展居家服務的國家。1990年已有31%

的75歲以上人口及42%的85歲以上人口接受居家照護服務；但1990至1992

年芬蘭經歷經濟蕭條，居家照護比例驟降一半；至2010年85歲以上人口仍

保持很高的居家服務比例(37.3%)，然而75歲以上人口接受居家服務的比

例則下降至20%，65歲以上也跌至11%(Kroger & Leinonen, 2012)。芬蘭居

家照顧的本質也已有所改變，服務主要集中給非常年老且脆弱的老人；過

去的統計顯示使用居家照顧服務的時數，每個月時數在四十小時以上的比

例越來越高，2009年有28%的使用者在四十小時以上，甚至許多人每個月

會使用超過九十次的居家照顧系統，也使得相對年輕的老人族群無法再使

用居家照護服務。

早期芬蘭居家照護希望能整合居家協助(home help)及居家照護(home 

nursing)，居家協助有半專業人員提供服務，居家照護則須有受訓的護士

或助理護士才能提供相關服務。1993年政府發展一項針對居家協助及助理

護士所提供的訓練，經過三年訓練可取得一個新的職業角色――實習護士

(practical nurse)，以提供基本的健康及社會照顧。過去居家服務不僅提供

老人身體的照顧，也包括居家生活照顧，但在90年代之後，所有居家照顧

都只專注於老人身體的照顧而已。

此外，私有化的照顧系統興起，尤其政府提供老人照護每人每年三千

歐元的扣除額給家戶後，開始有商業化的照顧服務提供給一般老人，扣除

額可包含商業化居家照顧服務60%費用的申請；部分地方政府也發放福利

券(voucher)，提供老人使用私人照護服務。2004年有四分之一的居家照護

服務是由非營利組織所提供；但鄉村地區的地方政府往往還是居家照護的

唯一提供者。

早在1980年代以前，芬蘭「社會福利法」即規定提供非正式家庭照顧

者照顧津貼，2005年正式立法成為「支持非正式照顧者法案」。2011年國

家支付的家庭照顧津貼在稅前是每月353歐元，且非正式照顧者得擁有年

假，而非正式家庭照顧的戶數在1990年至2010年增加將近一倍，不過非正

式照顧者只占85歲以上老人照護者的6%，比例相對來說並不高(Kroger & 

Leinonen, 2012)。

自從歐盟開放自由移動後，歐盟公民在芬蘭工作均不需申請特別許

可證，但若留在芬蘭超過三個月則必須登記歐洲公民權利住所；而外國人

入國工作的所有勞動條件均比照本國人，且須與雇主簽訂外國人入國工作

費用及工資切結書，在契約中明訂仲介費、規費、薪資、借款、服務費、

所得稅、住宿費、機票費等相關規定。外籍勞工在芬蘭有權要求雇主支付

薪水。一般而言，在芬蘭沒有規定最低限度工資，但工資是根據對行業的

集體協議而來的；如果沒有行業內的集體協議，雇主必須支付通常合理的

工資；集體協議定義的工資，會根據不同員工的工作和職業技能要求而有

所不同，而雇主必須在每一次加班都先徵得外籍勞工的同意(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in Finland, 2017)。

總而言之，芬蘭訓練了一批特殊的半專業人員提供居家照護需求，但

隨著老年人口增加，過去重視社會層面的居家照護也慢慢轉變為只重視醫

療層面的居家照護。對於目前居家照護的形式，醫護專業人員仍批評這些

居家照護人員的專業度不足以提供居家照護；社會福利機構人員則批評現

在的居家照護只流於身體照顧，而忽略老人整體生活服務；芬蘭居家照護

的發展也只是為了減少機構型照顧的擴張，減少國家花在照顧老人上的成

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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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與結論

在臺灣使用外籍看護工的例子中，實際管理者為個別家戶；在家庭

中工作雖難以確保外籍看護工的基本人權，卻讓孝順的傳統家庭文化免

於瓦解。由於臺灣政府在政策上一直將外籍看護工視為「客工」(guest 

worker)，不願意付出任何將這些外籍移工融入主流社會的成本，因此不

重視他們是否瞭解臺灣被照顧者固有的文化，亦不在乎他們是否在照顧

過程中能和被照顧者使用相同語言溝通，甚至在照顧的專業上也缺乏職

業訓練，持續將外籍看護工維持在非專業(unskill)或半技術(semi-skill)勞

工。無論這些外籍看護工在臺時間多久，也永遠只是臺灣社會的「外人」

(outsider)，並將外勞實際治理的責任完全放在雇主方，而政府則坐收就業

安定金的管理使用權。以治理觀點而言，臺灣政府對於治理外籍看護工的

方式，只維持在傳統政府的角色限定中。

日本使用外籍看護工的政策則是使之融入主流社會，提供成為正式公

民的機會，並給予語言及專業的訓練，要求他們以日本老人的固有文化提

供服務，將外籍看護工推向技術工的層次；雖然日本在外籍看護工的治理

上，政府占有主要推動者的角色，但仍被批評這些外籍看護工只是具有專

業外表的外人(professional others；Lan, 2016)，專業化的考試制度正是一

種將他們排除在外的機制，他們被要求融入主流社會的文化，否則永遠只

是外人。

在芬蘭處理長期照護的例子中，芬蘭政府將所有看護工視為公務員，

全部納為政府管理，其薪水都來自稅收。芬蘭政府有計畫地引進農村婦女

及家庭主婦在都市中從事看護工工作，雖然同時也有許多男性退休人員擔

任看護工，但仍遭受女性主義者批判，只是將私有的女性照顧責任變成公

共化女性照顧責任之現象(Simoonen, 1991)，無法改變女性低薪且為弱勢

勞工的現象。

本文所提到的三個外籍看護工治理模式，恰好在「市場化－去市場

化」的光譜中，展現不同程度的政府介入典範。在臺灣的例子中，政府的

介入程度最少，留給市場的自由度最高，政府僅做為傳統國家中管理、規

範與處罰的角色，而不介入任何外籍看護工的實際治理及成本；在日本的

例子當中，由過去非法外籍看護工的少數例子，轉變為政府主導引進外籍

看護工，並由政府、雇主機構共同負責訓練及管理外籍看護工的成本；而

在芬蘭的例子當中，則由國家負責統籌、管理所有居家護理人員的訓練及

派任，所有看護工皆為國家公務員，以致於鮮少有外籍看護工的引進。藉

由此三種不同的外籍看護工治理典範，可以看出臺灣及日本仍為生產型福

利國家資本主義模式(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Holiday, 2002)，外籍

看護工引進的主要動機在於國家經濟發展的需求，而非來自長期照護的需

求；而在芬蘭以長期照護需求所發展出最具特色的高比例居家照護公共化

模式，在高齡人口增多之後，也面臨須走向市場化的情形。

Lan(2016)提醒，無論何種外籍看護工治理的模式，這些看護工最後

都難以真正融入移民國。這些外籍看護工都是流動的主體，在全球化的趨

勢中，無論是否能取得移民國的身分證，經濟動力都會造就世界上有一批

流動的專業看護人員，哪裡有市場便往哪裡去。無論是剝削性的客工制

度，或是提供長期居留但本質上仍排外的移民制度，都無法確定可以透過

長期使用外籍看護工的制度，以解決各國長期照顧的問題；此外，完全的

市場化或去市場化亦無法解決龐大的長期照護問題。善用福利混合經濟

(mixed economy)模式仍是解決長期照護的可行方向，有效地運用政府、

家庭、市場及非營利組織共同提供不同程度的照顧服務是非常重要的。然

而，外籍看護工介入長期照護模式挑戰了傳統福利國家的移民制度及照護

制度，也證實了政府不可能在這場長期照護的挑戰中置身事外，必須跳脫

傳統治理角色，增加在看護工人力運用方面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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